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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佛教寺院经济生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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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金代寺院的财产来源以继承前代和信众施舍为多袁房舎尧土地尧树木园林是寺院的主要资产袁部分寺院还依

靠借贷取利遥寺院田产经营主要采取自耕尧佣耕以及由野二税户冶耕种等方式遥遇有土地纠纷袁有的由纠纷双方自行调解袁
有的通过诉讼渠道诉诸官府遥田产石刻往往成为解决财产纠纷的重要证据遥寺院需要缴纳赋税袁一些有权势的寺院竭力

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规避赋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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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conomy Life of Buddhist
Temples in Ji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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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erty of Buddhist temples in Jin Dynasty originated most of time from inherited the for-

mer dynasty and denoted by believers. Houses, lands, garden trees are the main asserts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part of the temples depended on debit and credit gain the profits. The land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mainly relied on growing their own, hired farming and cultivated by the second tax account etc. If there

were land disputes, some disputes solved by each other and the others resorted to government through litigation

channel.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land property often became the primary evidence. The Buddhist temples need-

ed pay taxes, but some powerful temples do their utmost utilized their social influence evaded the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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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晋以来，寺院经济渐成规模，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学

术界对金代寺院经济的研究还非常有限1，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金代寺院经济进行系统探索。实际

上，寺院经济是金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寺院经济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金代经济的全貌，

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金代佛教生活。因此，笔者不揣愚陋，拟以金代寺院经济的若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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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界对金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朝廷对寺院的赏赐、信众对寺院的施舍等方面，如刘浦江：《辽金的佛

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第 5 辑，1996 年）；王新英：《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2010

年第 1 期）；王德朋、王萍：《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北方文物》2015 年第 2 期）；刘晓飞：《吾以尘缘事

梵刹———试析金代汉族家庭的宗教信仰》（《社会科学辑刊》2012 年第 1 期）等。上述成果并非探讨金代寺院经济

的专文，只是作者研究金代佛教时，在行文中对金代寺院经济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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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求教于同好，恳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尧寺院财产的来源

中国古代的佛寺大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究其来源，以信众施舍、寺院租佃与购置为多 1。金代

寺院财产的来源与此前各代大致相似，从总体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渠道：

渊一冤继承前代财产

金朝初年的佛教寺院大都继承自辽和北宋，而辽、宋又是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很多寺院都

拥有巨额资产，以辽为例，蓟州感化寺“以其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粟万余株”，

该寺在三河县北乡的一处寺庄“辟地三十顷，间艺麦千亩，皆原隰沃壤，可谓上腴”2。在辽代的寺院庄

田中，感化寺的规模并不算大，一些名寺巨刹接受皇帝或上层贵族捐赠的土地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

亩，大安五年（1089）道宗敕旨，赐觉山寺“山田五处，计一百四十余顷，为岁时寺众香火赡养之资”3。咸

雍年间，义州大横帐兰陵郡夫人萧氏捐资创建静安寺，工毕后，“遂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

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4，这些在辽代积累起来的寺产入金后成为金代寺院经

济的重要来源。例如义井寺的田产中就包括了辽代崇宁年间大檀越故赠武义大夫韦公所施田地三百亩
5。大天宫寺于辽代清宁年间获赠“墅地二千四百亩，南墅地二千五百亩，用给斋厨之需”。这些土地入

金后依然属于大天宫寺的财产，“二墅之地，籍隶佛土，凡传授本未，有敕牒券记在焉”6。金代一些历史

悠久的寺院其田产起源更早，例如宝山寺，自北魏以来就屡获朝廷颁赐，“大魏武定四年，敕赐宝山寺

常住白药石山等地土”，“大齐天保元年，敕赐本寺白药石山一座”，“大隋开皇五年，敕赐宝山灵泉寺白

药石山等地土”7。古贤寺的庙产一部分来自唐代朝廷赏赐，“贞观三年赐熟田五十顷以为常住”8，这

些庙产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由于寺院犹存，地土传承有序，因此，直至金代仍然是寺院田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

渊二冤信众施舍

按照佛教观点，向寺院布施以供养三宝是获得来生福报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金代佛教信众不

断向寺院施舍，从而为寺院赢得大量财产。这些施舍多种多样，有的仅仅是一条石柱，如泰和元年

（1201）九月，西张次村董志博家合宅施予华严寺石柱一条9。有的是一块坟地，如《浦公禅师塔记》的碑

末题名中就有施坟地弟子曹本仁等人的名字 10。有的是施一方蔬圃，如金末元初，遭兵火之灾的燕京

大觉禅寺在奥公和尚住持下得以复兴，八方信士纷纷施舍，“有提控晋元者，施蔬圃一区，于寺之南，

1 宋辽金时期寺院的财产来源，参见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白文固：《辽代的寺院

经济初探》，《社会科学》1981 年第 4 期；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2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上方感化寺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563、564 页。

3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重修觉山寺碑记》，第 689～670 页。

4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创建静安寺碑铭》，第 362 页。

5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义井寺崇远塔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28 页。

6［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71《苏州玉田县永济务大天宫寺碑》，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041 页。

7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宝山寺地界记》，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037 页。

8［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67《重修古贤寺弥勒碑》，第 978 页。

9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2），《华严寺石柱》，第 468 页。

10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2），《浦公禅师塔记》，第 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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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给众用，糊口粗给”1。有的则施给田地，龙岩寺重修大殿时，“以遗址狭隘，艰于修完。下有桑田，昔为

吾家祖业，至天会九年辛亥先祖父赵卿暨叔礼施为金田”2。金朝初年，泽州信士有感于松岭禅院僧人

宗愍舍身护法，遂慷恺施捐，信士刘严“乃舍安庄社山庄一所，敬施山门，以充常住”，居民张权“施梨川

社田五顷，俾供佛僧，以资冥福”3。大定年间，鄄县营建正觉院时，“其寺地田少缺，复有善知识杜与归

其邻田”4。上述普通信众虽然有强烈的向佛之心，但毕竟经济能力有限，因此捐施数量有限。与他们相

比，一些皇族及王公巨卿给寺院的布施往往相当可观，例如大定二十四年（1184）昊天寺建成时，大长

公主“给田百顷”5。

金代一些没有子嗣的信众有时还将身后田产赠与寺院。大阳资圣寺获得的一份地产就来自一位

无子嗣者，“本社宋阿李生前为无后，将本户下地土一顷五十余亩施与本寺充常住”6。信众施舍田产是

出于佛教信仰，从形式上说，这些捐赠应该是无条件的，但从石刻史料的记载来看，无子嗣者的捐赠却

有明确的目的，例如，要求寺院在捐赠者本人去世后，为其追荐冥福，代祭先祖。据刻于承安二年

（1197）的《施地碑记》记载，“沁州武乡县岩良村住人刘方，今为年老，别无房亲子嗣，恐方百年之后无

人追荐福□，将自己户下住宅后中光至何家白地七段约八顷余，施与禅隐山崇胜寺住持僧从寿，永为

常住耕种”。这次布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求从寿等人在刘方去世后代他祭奠历代先祖及亲属家眷，

为约束双方，“今将所有地土亩垄、祖先以下姓名开立在前，恐后无凭，故立施状为据”7，佛教信众给寺

院的施舍本应是无条件的，刘方以代祭先祖为前提的布施既是布施的一个特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看作是寺院社会公益功能的延伸和扩展。无论这种捐赠是否设定了前提，它的结果是相同的，

即信众的捐赠最终化为寺院财产。

寺院是传播佛教的主要场所。金代中原地区的佛教虽屡经战火摧残，但旋灭旋兴，究其原因，社会

大众捐资献力，积极参与寺院的创建和修复是一个重要原因。善男信女们为修建寺院竭尽所能，往往

一人振臂，群起响应。从石刻史料的情况来看，金代社会大众协助创修寺院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直接

将宅第施舍给僧人，如世宗时期，“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帅杲居之。杲死，海陵迁都，迎其嫡母

徒单氏居之。徒单遇害，世宗恶其不祥，施为佛寺”8，又如金朝末年“抟霄元帅筑西庵于厅事之隅以舍

沙门”9。有的捐献金钱，如重建凤山梵云院时，于弁、刘收等七人“各施钱百千，为塑绘之费”10。有的捐

献地基，如修武县张陆村修缮寺院时，邑人李善“性乐空门，见仪像颓败，寺基尽为陇亩，特发诚心，买

到税业地三亩，率其同志，复展新基，再修禅宇数楹”11。有的协助募集善款，如重修太行古贤寺弥勒殿

时，邑众三十余人“又除自己净财外，各人分头诱化，自近及远，多方求访”12。有的捐钱为寺院购买名

1［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8《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98 页。

2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龙岩寺碑》，第 148 页。

3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大金泽州松岭禅院记》，第 233 页。

4［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71《鄄城县正觉禅院碑》，第 1051 页。

5［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20，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1986 年，第 1054 册第 682 页。

6［金］李俊民：《庄靖集》卷 8《大阳资圣寺记》，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55 页。

7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施地碑记》，第 2647、2648 页。

8［元］脱脱：《金史》卷 132《逆臣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819 页。

9［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2《题西庵归一堂》，第 34 页。

10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梵云院碑》，第 1334 页。

11《石刻史料新编》第 3 辑，《张陆村重修功德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年，第 29 册第 298 页。

12［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67《重修古贤寺弥勒碑》，第 9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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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如大定三年（1163）沁州铜鞮县王可村大户“孙庚等办施钱十万，赎得‘昭庆院’额”1。更多的普通百

姓则献工献力，即所谓“壮者施力，匠者施巧”2。由于佛教信众的捐资助力，一座座伽蓝才得以拔地而

起，离开他们的支持，金代佛教就不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

渊三冤朝廷赏赐

朝廷赏赐是寺院财产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一些皇家寺院或者具有重要影响的寺院所受赏赐

更多。从现有史料来看，朝廷赏赐寺院以世宗时期的次数最多。大定二年（1162），大庆寿寺落成时，世

宗“赐钱二万，沃田二十顷”3。大定三年（1163），世宗命晦堂大师俊公主持中都大延圣寺，“内府出重币

以赐焉”4。大定十年（1170），“金国世宗真仪皇后出家为尼建垂庆寺，度尼百人，赐田二百顷”5。大定

十三年（1173），“东京垂庆寺起神御殿，寺地偏狭，诏买傍近民地，优与其直，不愿鬻者以官地易之”6。

大定二十年（1180）正月，“敕建仰山栖隐禅寺，命玄冥顗公开山赐田”7。大定二十六年（1186）三月，香

山寺成，世宗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8。从这几则史料来看，世宗赏赐

寺院几乎贯穿大定始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世宗对佛教的态度。除世宗以外，金朝其他皇帝当政

时也有赏赐寺院的零星记载，天会年间大延圣寺初建时，“帝后金钱数万，为营缮费”9。章宗游览仰山

栖隐禅寺后，“遣使赐钱二百万”10。崇庆元年（1212），奉卫绍王圣旨，赐中都竹林禅寺“钱钞二万贯，麦

四百石，粟三百石，石盐一百袋”11。

金代寺院财产的来源多种多样，除以上几个主要渠道以外，一些寺院还会向官府或民间购买土

地，金朝初年圆教院主僧就“请□到招贤坊空闲官地弌段，计陆拾陆亩，环筑垣墙作院子居止”12。大定

年间，“坊州中部县王家庄王山、王万，今将堡坡头全分庄寨地等施不留，土木相连，尽行出卖，计铜钱

九百七十三贯省。（中略）四至并全出卖与石寺院李善晏，充寺常住”13。有的寺院还倚仗自己的势力巧

取豪夺并放债寻租，课取厚利，《平原县淳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就记载：“昔有为僧者，往往指射佛宇，

诳诱世财而乾没者有之，市膏腴之田为子孙之计者有之，举息与人而获厚利者有之”14。此外，金代一些

寺院的田产也来源于垦植荒地。由于禅宗农禅合一的传统影响，加之一些寺院修建于地僻人稀之处，

有许多荒闲土地可供耕垦，因此，开荒垦植也是金代寺院田产的又一重要来源。比较来看，在本文述及

的几种寺院田产的来源渠道之中，以前代继承和信众施舍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朝廷赏赐更多地集

中于那些名寺大刹，而中小寺院一般无缘获赐，至于寺院自购、开荒垦植则要受到寺院自身经济实力

的制约。

1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沁州铜鞮县王可村修建昭庆院记》，第 1678 页。

2［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111《济州普照禅寺照公禅师塔铭》，第 1593 页。

3［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20，第 1054 册第 674 页。

4［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卷 60《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990 页。

5［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20，第 1054 册第 680 页。

6［元］脱脱：《金史》卷 64《后妃传·下》，第 1519 页。

7［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20，第 1054 册第 682 页。

8［元］脱脱：《金史》卷 8《世宗纪·下》，第 192 页。

9［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卷 60《城市》，第 990 页。

10［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3《释氏新闻序》，第 277 页。

11 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中都竹林禅寺第十六代清公和尚塔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第

119 页。

12［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78《定州创建圆教院碑》，第 1134 页。

13 转引自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 年第 3 期。

14［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74《平原县淳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第 10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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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寺院财产的种类与规模

佛教虽是出尘之学，但毕竟要生长在俗尘之中，离不开万物的滋养，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因

此，佛祖允许弟子在一定条件下从事商品买卖等活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若诸弟子无人供

须，时事饥馑饮食难得，为欲护持建立正法，我听弟子受蓄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卖易所须”1。

佛祖允许弟子从事商业活动的本意应是为了安身立命之用，但魏晋以后，寺院财产渐多，大至名寺广

刹，小至山野草庵，佛教寺院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由此构成了寺院经济。寺院经济的种类及规模则

因寺院的不同而不同。

就金代情况来看，房舍是僧人赖以栖身之所，也是寺院最重要的不动产。僧寺房舍的多少则因寺

院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怀州明月山大明禅院有“大小屋舍一百余间”2，金末长清灵岩寺“有屋三百余

间”3，平遥慈相寺经过重修后，拥有屋宇“凡一千二百余间”4。而一些小规模的庵院，如泽州普照禅院

仅有“佛堂计壹拾贰间”5。

土地是寺院的又一项重要资产，不同寺院的土地数量对比悬殊，漫真村宁国院“寺业相承，膏腴三

十八亩”6，潞城县云岩山崇庆院“赐紫悟明大师营雄田一百双以给堂下”7，王山十方圆明禅院有“甓门

膏腴几三百亩”8，泽州硖石山福严禅院“有山田二千亩”9。上述寺院拥有的土地，少者数十亩，多者数

千亩，相差不啻天壤，这也是佛教僧团贫富分化的缩影。

金代一些寺院拥有大片树木园林，这也是寺院的重要财产。凤翔府青秋乡槐芽社惠济院有“古槐

树四棵，柏树四十八棵，索罗树一棵，药树一棵，苦莲树一棵，柿树三棵，其小树不计”10，该则史料没有

介绍惠济院的地产数量，而是详录各种树木情况，这说明惠济院的寺产以林木为主。除了种植槐、柏等

用材林，有些寺院还大面积种植经济林。中都大庆寿寺种有粟园，“祖师以华严经为字号种之。当身迷

望，岁收数十斛，为常住供”11。有些寺院果蔬兼种，如漫真村宁国院在地亩之外，“于寺宇植杂果树百余

本，蔬圃百畦，四方游学而至者咸有所济度”12，这样既能自给自足，又能利养游学。

放债取利向为世人所恶，更应为佛徒之忌，但佛法对赚取钱财并非一味排斥，而是有条件地允许，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 22 云：“世尊告曰，若为僧伽，应求利润。闻佛语已，诸有信心婆罗门居士

等，为佛法僧故施无尽物。此三宝物亦应回转求利，所得利物还于三宝而作供养”13。佛法对僧人取利虽

1《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之 2，《大正藏》，第 40 册第 70 页下。

2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怀州明月山大明禅院记》，第 1666 页。

3［元］脱脱：《金史》卷 108《侯挚传》，第 2388 页。

4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汾州平遥县慈相寺修造记》，第 1992 页。

5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普照禅院牒》，第 149 页。

6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金宁国院寿公和尚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458 页。

7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崇庆院记》，第 243 页。

8 王新英：《金代石刻辑校》，《王山十方圆明禅院第二代体公禅师塔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8 页。

9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大金泽州硖石山福严禅院记》，第 2046 页。

10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金大定四年牒》，第 188 页。

11［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物产》，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28 页。

12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金宁国院寿公和尚碑》，第 458 页。

13［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 22《大正藏》，第 23 册第 743 页中～743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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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有条件的，但先例一开，难免泥沙俱下，经商遂成为寺院及僧人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寺院还

将巨额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放贷取利，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谈到宋代寺院的高利贷经营

时说“今僧寺辄作质库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1。金代史料中关于寺院经营借贷的个例虽然极

少，但仍能反映金代寺院借贷的概貌。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提到：“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2，一座

寺院就拥有 28 所质坊，可见当时寺院借贷规模之大。同书又云，“有银珠哥大王者，以战多贵显，而不

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3。数十之民欠一僧之债，足见该僧的富

有，而放债竟至六七万缗，也足见僧人放债规模之大。金代寺院不仅以金钱放债，亦以贷粮取利。《金

史·卢孝俭传》云，卢孝俭为广宁尹时，“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

市与贫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4。

佛教寺院作为僧人的栖止之所，除以土地出产粮谷，以山林出产果蔬，还通过设立碾坊、油坊等来

获得其他生活必需品，由此形成了寺院手工业。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对金代寺院手工业情况几乎一

无所知，幸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2011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在云冈石窟窟顶

一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中，发现了辽金时代的铸造工场，这是迄今国内辽金时期保存最完

整、规模最大的铸造工场。据专家介绍，这座铸造工场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密切关系5。宋代史料中有寺

院经营冶金、金属加工业的记载6，由此推断，云冈石窟发现的辽金寺院铸造遗址也可能与寺院手工业

有关。

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金代寺院经济虽有一定规模，但与两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与金代经

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寺院经济仍为金代佛教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三尧寺院田产的经营方式

田产是佛教寺院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些田产需要妥善经营才能满足僧众日常所

需。当田产遭到破坏或侵夺时，也需要以适当方式维护寺院利益。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金代田产的

经营与保护做系统研究，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有限史料的发掘与分析，描绘出金代寺院田产经营的

概貌。

按照寺院拥有土地数量的不同，金代寺院田产的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渊一冤自耕

禅宗有农禅结合的传统，劳动耕作既是僧人参禅修行之道，又是僧人生存自养之途。自道信、弘忍

以来，随着禅宗农禅理论的不断完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逐渐成为禅门家风，即使一些高僧大德也

经常亲执劳役，勤苦耕耘。金代一些寺院的僧人在寺业初创时期尤其如此，例如泰山附近之谷山寺，屡

经兵荒，“残扰殆遍”，当该寺初祖善宁来到此地时，见到的不过是“破屋废圮而已”。但善宁不为艰难所

阻，决意亲执劳作，重兴寺宇，“于是日趋山下，匄菽粟，携火具，结茅而休焉。往来山坂无难色，暇日畚

筑溪涧，勤苦作劳而无怠意。短褐芒履，从事如初”。善宁辛勤垦作三十余年，换来了丰硕成果，“自是涧

隈山胁，稍可种艺，植粟数千株。迨于今充岁用焉。斋粥所须，日益办具”。继善宁之后，二祖法朗不缀

1［宋］陆游撰，杨立英校注：《老学庵笔记》卷 6，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203～204 页。

2［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 年，第 207 页。

3［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 207 页。

4［元］脱脱：《金史》卷 92《卢孝俭传》，第 2041 页。

5《辽金寺院遗址最大铸造工场面世》，中国佛教新闻网，www.fixw.net，2011-12-24。

6 参见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69～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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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袁辽入掠中原人袁及得奚尧渤海诸国生口袁分赐贵近或有功者袁大至一二州袁少亦数百袁
皆为奴婢袁输租为官袁且纳课给其主袁谓之二税户 5 遥

农禅本色，“锄理荒险，不避寒暑，经营成就，复卅余年”，其后崇公“经画作劳，能继二祖”1。谷山寺三代

僧人皆能躬行作务，它所体现的不仅是禅宗本色，更反映了寺院初创时期僧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的情

况及辛勤耕作经营寺院田产的精神风貌。与寺院初创时的筚路蓝缕相似，金末诸事凋敝，很多佛寺受

战火影响，生活难以为继，一些僧人不得不亲自从事生产，龙兴汴公禅师于“龙兴焚荡之余，破屋数椽，

日与残僧三四辈灌园自给”2 的生活经历就是金末僧人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亲执农桑的真实写照。

以上史料反映的是特殊时期僧人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由于史料的限制，尚无法判断自耕经营在

金代寺院田产中的比重究竟如何，但可以推断，在那些只有少量土地的寺院中，僧人自耕应是寺院田

产经营的重要方式。

渊二冤佣耕

如同世俗社会中田地较多的农户需要雇人耕种一样，金代的一些寺院也实行佣耕。平遥县慈相寺

“东南原有别业数百亩，恒苦远治，乃构屋数十间，就召耕佣，遂为便易”3，看来慈相寺募人耕佃的原因

是田地距寺颇远，耕种不便。与佣耕相似的还有“住佃”，即把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户经营，宁夏固原县须

弥山石窟所记大定年间重修景云寺题记写有“……售有人住佃随人地据”字样 4，可为金代寺院田产实

行住佃制的样本。

渊三冤由野二税户冶耕种

金代的“二税户”系由辽代演化而来，关于辽代二税户，史料有两种记载。其一，元好问《中州集》卷

二《李承旨晏》曰：

从该段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此处的“二税户”是指辽代头下军州二税户，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二税

户”，有学者认为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实行两税法，称缴纳两税的农户为“二税户”6，而辽代加以沿用之

故。但从上引《中州集·李承旨晏》的情况来看，所谓“二税户”未尝不是一方面输租于官，另一方面又纳

课于主，两税皆纳之意。至于辽代“二税户”的确切涵义，可以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金代与寺院有关的“二税户”并非《中州集·李承旨宴》所记“二税户”，而是另有所指。《金

史·食货志》云：

初袁辽人侫佛尤甚袁多以良民赐诸寺袁分其税一半输官袁一半输寺袁故谓之二税户 7 遥
该段史料提到的“二税户”与辽代头下军州二税户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借用了辽代头下军州二

税户的称谓而特指寺院二税户。辽代以良民赐诸佛寺的事例并不少见，如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

师行状碑》就记载道宗时期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曾向拟建中的大昊天寺捐施“户口百家”8 ，刻于咸雍

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也提到兰陵郡夫人萧氏曾向静安寺捐施“人五十户”9，按照《金史·食

1［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70《谷山寺碑》，第 1035 页。

2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 31《告山赟禅师塔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655 页。

3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汾州平遥县慈相寺修造记》，第 1992 页。

4 引自林芝：《须弥山石窟史略》，《固原师专学报》1996 年第 4 期。

5［金］元好问：《中州集》卷 2《李承旨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年，第 68 页。

6 参见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46 页。

7［元］脱脱：《金史》卷 46《食货志·一》，第 1033 页。

8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妙行大师行状碑》，第 586 页。

9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创建静安寺碑铭》，第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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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志》的说法，这些民户在被捐施给佛寺后，其收成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成为寺院二税户。辽金鼎革

之后，由辽代沿袭而来的寺院二税户制度并未废除，而是继续沿用，二税户由此成为金代寺院田产的

重要耕耘者。这一制度到世宗初年开始动摇。世宗继位不久，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大力推行

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从大定二年（1162）开始，“诏免二税户为民”1。但这项改革的进

展并不顺利，“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2 ，寺院作为二税户制度的受益者，当然不愿意放弃既得利

益，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杀伤人命。同时，由于寺院二税户制度由来已久，一些政府官员对二税户的申

诉也置若罔闻，以致“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3，时任御史中丞的李晏得知这一情况后，上书具奏：“‘在

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

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4，寺院二税户制度由此趋向没落。章宗即位初年，“议罢僧道奴婢”，朝野再次就

寺院二税户问题展开讨论。以太尉徒单克宁为首的一方主张循序渐进，逐步废除僧道奴婢，其理由在

于“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另一

重臣完颜襄主张立刻废止僧道奴婢，其理由是“出家之人安用仆隶？乞不问从初如何所得，悉放为良”。

章宗最终采纳了完颜襄的建议，“由是二税户多为良者”5，寺院二税户的问题才就此解决。

四尧寺院田产的保护

土地是阖寺僧侣的衣食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同世俗社会一样，随着世代迁移，时光流

转，寺主易人，寺院土地也面临着被侵占、典卖等诸多风险，明昌年间，奉先县六聘山天开寺就发生过

寺院“四至内林木被诸人强行斫截”的情况，虽经寺院僧人诉至官府，但诸“贼人”仍然“强行斫截及搬

运柴木，蹬损梯道，每日相持，无有定度”，甚至“每发恶言，要斫坏梯道，断绝路径”，在“贼人”的威胁

下，天开寺僧人“常是怯惧，不敢早晚出入”，以致寺院因此而“山门日渐凋敝”6。受到“贼人”威胁的不

仅是天开寺，即使长清灵岩寺这样名寺巨刹的财产也不免遭受侵害，“寺有赐田，经界广袤，岁月迁讹，

颇见侵于其邻”7。民间不法之徒侵夺寺田，虽时有发生，但造成的后果总是有限的，而国家在一些特殊

时期侵占寺院田产带来的损害则是毁灭性的，例如，正隆元年（1156）二月，因猛安谋克土地不敷分配，海

陵派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巡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地拘括各种土地，其中就包括“大兴

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8。章宗初年，为搜集铸钱所用铜料，派人勘探铜矿，“而相视苗脉工匠，妄

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9。上述来自民众、政府的种种不法侵夺，尤其是政府侵夺，构成

了对寺院田产的巨大威胁，寺院为了保证田产能够世代相传，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

金代寺院遇有土地纠纷，有的由纠纷双方自行调解，长清灵岩寺田产被侵时，管勾灵岩寺寺门事

传法妙空大师“不与之争，而谕之以理”，侵占寺田者为妙空的修养和度量所折服，“皆尽归所□田”10。

1［元］脱脱：《金史》卷 46《食货志·一》，第 1033 页。

2［元］脱脱：《金史》卷 46《食货志·一》，第 1033 页。

3［金］元好问：《中州集》卷 2《李承旨晏》，第 68 页。

4［元］脱脱：《金史》卷 96《李晏传》，第 2127 页。

5［元］脱脱：《金史》卷 94《完颜襄传》，第 2088 页。

6 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奉先县榜》，第 45 页。

7［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110《长清灵岩寺妙空禅师塔铭》，第 1584 页。

8［元］脱脱：《金史》卷 47《食货志·二》，第 1044 页。

9［元］脱脱：《金史》卷 48《食货志·三》，第 1073 页。

10［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110《长清灵岩寺妙空禅师塔铭》，第 15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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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类似妙空这样的例子仅是少数，当争议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时，只能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例如六聘山

天开寺山林被人强行采伐时，主僧善惠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于官告给引文榜付本寺收执，为主照

使”，“先告引万宁县文收执为验”1。当寺院在田产诉讼中取得胜利后，往往要勒石刻碑以纪其事。所谓

勒石刻碑是指寺院将寺田四至及地上附着物的情况镌刻在石碑上，以立石为信的方式保留和固定寺

田属寺院合法财产的有力证据。但寺院为寺田立碑不可随意而为，而是有条件的，即：寺田必须首先获

得官给凭贴才可刊碑立石，多方金代石刻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罗汉院山栏地土公据》载，金末罗汉

院监寺僧广源状告前长老普润将带本院常住地土公贴凭验等逃往他寺，严重威胁了罗汉院田产的安

全，为防止“他人已后侵占本院山栏地土以致昏赖，旋难争理”，广源遂将此事提告到县，经有司审理，

认为“僧广源所告委是端的，亦无诈冒”，于是“出给公据，付净惠罗汉院监寺僧广源收执”2 ，获得官府

公据后，典座福信、监寺福蒙、首座定宣等刻碑立石，将上述原委及寺田八至俱刻石碑。《重修法云寺

碑》也记载，法云寺住持福灯“自天德二年，贞元元年，两次经本军陈□□乞存留余□公据二本”，公据

内载明山栏地土四至，“至大定八年，又经本县告状出给公据”3，法云寺遂刊刻石碑，详载其事。

金代佛教信众时因各种原因将个人土地施捐寺院，为避免日后争执，有效维护寺院田产的安全以

及捐赠人的意愿，有时亦将施捐土地的四至、面积、地上物产等刊刻立石，比较典型的如《施地碑记》详

记了沁州武乡县岩良村刘方施予禅隐山崇胜寺住持从寿土地的情况。从碑刻的情况来看，这些土地共

“七段约八顷余”，碑刻详列了每段土地的四至，竭力做到“各段四至，各各分明”4。

金代一些大型寺院通过不同渠道占有大量房屋、土地，将这些房屋土地的情况立碑刊刻，实际上

是保留了寺院的田产明细，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寺内不肖之徒隐瞒、典卖土地，

《大宋河中府中条山万固寺重修碑铭并序》碑末有云：“以有古迹名碑为照，以后法属徒众遵崇看守依

禀者”5，实际就是要求后代子孙谨守寺产，永续田土。另一方面，当寺院与世俗社会发生田产纠纷时，

碑刻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维护寺院利益，《灵岩寺田园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灵岩寺

为自古名刹，经历代赏赐，寺产众多，土地的出产成为灵岩寺僧众衣食之源，“虽四方布施者源源而来，

然其衣食之用，出于寺之田园者盖三之二”，田产对灵岩寺的重要性不问可知。但是，灵岩寺的大量田

产也引起了他人的垂涎。北宋天圣初年，灵岩寺田产被侵冒，“主寺者，不克申理，但刻石以纪其当时所

得顷亩界畔而已”。主寺者的态度显然过于消极，这种仅勒石刻碑而不向官府提告的行为不可能维护

寺院的正当权益，只能导致侵冒行为愈演愈烈，后来绍圣时期灵岩寺的田产就遭到进一步侵夺。但是，

天圣石刻毕竟是当时寺院田产的真实记录，它为以后解决这一纠纷提供了重要证据。果然，到伪齐时

期，“始征天圣石记，悉归所侵地”，天圣石刻终于在维护灵岩寺田产的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

由于天圣石刻字迹斑驳，寺僧因请于有司，主首与故老近邻再次立石刻碑，是为“阜昌碑石”。海陵天德

年间，“复有指寺之山栏为东岳火路地者”，在这起侵占案中，阜昌石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既而，省部委

官验视，考之阜昌碑文，不得遂其诈”。“大定六年（1166），朝廷推恩，弛天下山泽以赐贫民”，一些寺院

山林由此遭到严重破坏，“惟灵岩山林，以其有得地之本末，故独保完”。明昌三年（1192），“提刑司援他

山例，许民采伐”，灵岩寺山林再次受到严重威胁，“由是长老广琛诉于部于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明

昌五年（1194），广琛“复走京师，诣登闻院陈词”，在这起诉讼中，石刻再次为维护寺院田产发挥了重要

作用，“蒙奏断用阜昌天德所给文字为准，尽付旧地”，这次诉讼结束后，灵岩寺深感碑刻对维护寺产的

1 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奉先县榜》，第 45 页。

2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罗汉院山栏地土公据》，第 913～914 页。

3［清］张金吾：《金文最》卷 71《重修法云寺碑》，第 1051 页。

4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施地碑记》，第 2647 页。

5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大宋河中府中条山万固寺重修碑铭并序》，第 16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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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遂将官府所给公帖“复刻石，以为后人之信”1。自北宋至金代中叶，灵岩寺田产屡次被侵，在

维护寺田的几次诉讼中，田产石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尧寺院赋役

寺院田产虽是僧有之物，但同时也是国家税赋之源。自佛法传入中土以来，国家不仅致力于在政

治上强化对佛教势力的控制，而且在经济上也不断加强对寺院的管理。以赋税差役为例，佛教传入中

国初期，一些官僚贵族为扩大佛教影响不惜以免除赋役招徕信徒，三国时期的笮融就曾“令界内及旁

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2，但是，僧侣“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3的特权严重

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政府的打压，唐代实行两税法之后，“天下庄产，未有不征”4，

僧尼经济特权由此走向衰落。寺院僧尼先是失去了免纳杂税的权利，两税法之后又丧失了免纳正税的

权利5。及至南宋，僧尼“免丁钱”的征收更是寺院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僧道原来享有的种种

经济特权被彻底剥夺干净6。

金代寺院缴纳赋税整体情况虽然未见详细记载，但据零星史料推断，金代寺院也需要缴纳赋税，

大定年间，宝山寺主僧“于地内拔地参亩与师侄惠安充修院地”，《宝山寺地界记》明确记载了该段土地

的分布及四至，并言明：“又承管王琪白石地四十亩，八亩熟土，纳秋粟二斗，物力钱十文。宝海立文字

与宝山，每年出税钱二贯”7。史料中提到的“秋粟”是金代正税之一，宝山寺的土地须纳“秋粟”说明金

代寺院土地需要缴纳正税。物力钱方面，金代规定“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

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8，这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各户的田产、浮财数量经折算后征收的资产税。《金史·

食货志》将物力钱的征收对象仅限于“民”，而未言及“僧”，但从《宝山寺地界记》所云，宝山寺须纳“物

力钱十文“的情况看，寺院田产也需缴纳物力钱，此外，章宗初年议论寺院奴婢应否废除时，完颜襄建

议“若寺观物力元系奴婢之数推定者，并合除免”9。这些史料说明，至少在章宗以前，寺产既要缴纳赋

税，也要缴纳物力钱，而且寺院奴婢数量与物力钱多寡有关。

寺院既然同世俗社会一样承担国家赋税，则其设法逃避赋税也不可避免，同时，政府出于各种考

虑对寺院免征赋税的事情也偶有发生。皇统年间，定光禅师住持长清灵岩寺，到寺不久即赴官府请求

减免科差，曰：“常住拔赐田土，亲力播植，所得仅足饱耕夫。又供僧岁费，无虑三千万。丐依旧例，原免

科役，庶获饭僧福田，上报国恩，实远久之大利益也”，定光以灵岩寺僧众开支浩大为由，请求官府依例

免除科役，“府可其请”10。定光采用合法手段请求免除灵岩寺科役，这同唐宋以来的情形一样，一些有

权有势的寺院竭力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来规避赋税，而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小寺院无法享受到这些特

权，只能在沉重赋役的剥削下苟延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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